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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转型深刻反映了区域模式演进与国家空间重构的互动逻

辑。基于国家空间相关理论框架，探讨区域模式的结构过程，认为：早期“珠江模式”

凭借地缘区位、社会与制度优势，以产业技术“引进—消化”嵌入全球产业体系，分权

竞争有效激发区域活力，经济特区、开发区为载体的实验性国家空间特征显著；伴随行

政区经济负面效应加剧，2008年后开启向区域协同的“湾区模式”转型，国家空间形态

由分权试验转向战略整合，粤港澳大湾区在尺度重组中实现“再领域化”，迈向多中心

大都市区结构；未来区域规划治理需要构建创新的空间政策工具协调制度创新与地域重

组机制，实现区域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空间布局优化。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interactive logic between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models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national spac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national spa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tructural process of the re‐

gional model and argues that: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Pearl River Model", under

its geographic location,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the "introduction-

digestion"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was embedded in the global industrial system,

and decentralized competition effectively stimulated the vitality of the region.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the transition to

the "Bay Area Model" of regional synergy was initiated after 2008, and the national

spatial form shifted from decentralized experimentation to strategic integration, with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realizing "re-domainization" in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scale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achieved "re-domainization" in the scale reorganization, and is moving to‐

wards a polycentric metropolitan area structure; in the future, regional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will require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spatial policy tools to coordi‐

nat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and territorial reorganization mechanisms, to achieve the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regional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

velop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spatial layout of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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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模式”的转型：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空间化的结构过程 占 玮 袁奇峰 卢俊文

“模式”是存在于人类感知世界发

展、设计思维与抽象思想中的

规律，寻找出固定的模式是人类基本认

知功能之一[1]。在宏观层面，世界的模式

多元且复杂，模式的集合构筑了世界的

结构和秩序。正如恩格斯[2]在《反杜林

论》中批判“世界模式论”中提到“世

界统一于物质而不是存在”，物质环境、

社会组织与经济进程均具有多种形态，

对其各种具体物质形态总和进行抽象的

凝练，能够进一步把握其中共同属性。

在微观层面，经济或社会发展模式则是

对特定时空背景下经济、社会与文化的

综合描述。通过对这些模式的提炼、总

结及进一步提升与转化，可以有效推动

国家或地区在组织形态和经济社会稳定

性上的突破与发展[3]。
“珠江模式”是改革开放后珠江三角

洲地区经济产业和社会组织制度调整所

取得显著成就的概括[4]。作为一种“全

球—地方”内外部互动的正向反馈重要

发展模式，具有海洋精神的基层社会连

接全球，促成了“造船出海”和“两头

在外”①，而市场的开放引入了“三来一

补”和“前店后厂”②，同时各层级制度

组织的试验调整则带来了“经济特区”

和“分权改革”③，这些多元主体相互竞

争、互动，共同孕育了珠江三角洲的整

体繁荣并形成了早期的“珠江模式”。

“珠江模式”常常与“苏南模式”

“温州模式”一起见于公共视野与学术探

讨之中[5-9]，这些模式根植于所在地区既

有的社会、经济和制度条件，其内涵既

具有典型性又极富特殊性[9]。值得注意的

是，“苏南模式”的成功得益于“计划转

轨”时期小城镇政府主导的“乡镇企

业”，与其相比，“珠江模式”的显著特

点在于其以村庄为单元的“自下而上”

的农村社区工业化[10] 。
“珠江模式”的发展受到珠江三角洲

地区农村对巨大经济差距的利益追求所

驱动，在先行先试的政策背景下，农地

转用与全球资本的直接对接创造了巨额

的资本积累，自下而上的制度与政策的

协同作用，最终形成了“村村点火、户

户冒烟”的整体繁荣局面[11]。这一过程

背后的动态演变反映了“全球—国家—

地方”的复杂互动关系，互动作用推动

珠江三角洲在多重尺度的领域内普遍发

生了结构性变化与重组。

2008年后开启了从强调区域竞争的

“珠江模式”向区域协同、一体化的“湾

区模式”转型。在珠江三角洲内部，权

力、资本与空间组织的博弈不断塑造了

“国家空间化”的进程，开始从放权试验

转向战略整合，作为国家空间战略单元

的粤港澳大湾区开始向大都市区形态转

化，在新旧社会资本重构过程中实现再

领域化[12-16]。如今，珠江三角洲已经从

分散竞争逐渐迈向协同统一的整体，开

始以粤港澳大湾区身份成为世界瞩目的

重要社会经济单元，并迈向新发展模式

的转型[14]。
然而，如何在地域性基础上分析从

珠江三角洲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变化？如

何在“模式”的变化中寻找区域发展转

型的内涵？区域转型过程中的结构互动

和过程变迁又如何体现？这些问题均值

得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1 “国家空间化”与“结构过程”

亨 利 · 列 斐 伏 尔 （Henri Lefeb⁃
vre） [17]在探讨资本主义扩张及其政治经

济职能转换过程中引入了“国家生产方

式”（state mode of production） 的概念，

强调国家机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空间

景观的生产与转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并指出这一转型过程中充满了多样化的

矛盾。国家力量的强势介入往往导致生

产空间表现出同质化、碎片化和等级化

等特征，国家试图在全球与地方的资本

流动、政治权力和地方组织之间寻找博

弈的平衡点[18]。
“新国家空间”相关讨论主要集中在

地理学和政治学范畴，主要关注“尺度

关系”和“国家理论”，探讨资本流动、

制度变迁、社会组织以及基础设施调整

等重组过程。然而，当“新国家空间”

理论框架应用于中国语境的具体案例时，

现有研究常常面临现象解释的泛化与中

国发展底层机制 （逻辑） 不匹配的问

题[13]。相较于“国家空间化”，其理论体

系更加多元和广泛，包含了复杂的研究

对象与概念[19]。众多学者通过解构“新

国家空间”（new state space） 框架与内

涵，试图从多层级的权力与资本主体视

角，关注地区或区域再生产的过程[20-23]。

如果“空间化”描述了关系互动与

生产结构变迁的过程，涵盖尺度和规模

在内外互动中实现生产与再生产的动态

变化[24]。那么“国家空间化”则进一步

聚焦于全球扩张、国家干预与地方响应

之间的互动框架，揭示了地域空间孕育

的新生产方式、结构秩序和系统稳态。

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制度、知识和劳

动力等区域重要资产在地方与跨国之间

持续流动，国家力量对各层级要素流动

关系的干预，使国家、地区与企业之间

的力量结构愈加复杂多元。

自马克思、涂尔干与韦伯的社会学

理论[25]出发，“结构过程”（structuring）
被视为理解时间、空间和社会组织变化

的思维方式或研究方法。社会组织的

“结构过程”体现了组织形成的秩序与社

会演化过程中人类能动性的关系网

络[26-27]。将其内涵和思路借鉴到区域空

间演化研究中，探索区域在“结构过程”

中产生的空间秩序和变迁意义。历史进

程与变化不仅塑造了区域空间演进，也

更深层次地影响了区域转型关系。这些

地域发生的转折事件以及组织的能动性，

共同编制出了区域空间结构的关系网络。

区域的“结构过程”展现了一种动态演

进的视角并孕育了地方的发展模式，而

模式则体现了区域发展内涵中多样性的

统一。

本研究在“国家空间化”聚焦生产

方式和结构秩序变革视野中引入“结构

过程”的方法论④，以期能够进一步洞察

区域演化过程中国家能力驱动领域边界

变动趋势。同时，也帮助理解国家建构

战略行动和项目落实形成新的“国家空

间”的转型变化，并建立对应模式的感

知。笔者将珠江三角洲作为实证案例，

聚焦于改革开放以来“珠江模式”转型

发展，结合珠江三角洲的“珠江模式”

转向粤港澳大湾区“湾区模式”发展的

内涵与特征，在变动不居中审视粤港澳

大湾区“国家空间化”的重构路径。在

提供一个典型实证视角和案例经验切口

基础上，为相关区域发展治理、模式相

关研究提供批判性讨论与深化借鉴。见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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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湾区模式”超越“珠江模

式”，迈向创新湾区

区域，作为一种特定社会空间和分

析规模具象化、自然化的地理隐喻，它

产生了特定地理单位的同时也形成了多

样化的认知和类型意义[28]。
珠江三角洲作为一个区域研究单元，

具有地缘、经济与社会的独特性。地处

南岭之南，紧邻南海，珠江三角洲不仅

是海陆交融的关键节点，也是海洋与陆

地资源交流的门户，进一步构筑了粤港

澳大湾区作为双循环支点的重要条件。

南岭山地既是隔内外之边界，又是沟通

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通道，南岭作为

一个边界构筑了多类型和多层次空间流

动交叠形成的区域，形成了南岭独特的

社会与文化特点[29]。珠江三角洲区域单

元的内外人群、物资与技术文化的跨境

流动构筑了珠三角活力的基本动力，而

国家、社会与经济主体在珠三角过程演

变中的互动博弈形成了其作为研究单位

的重要特质。

2.1 变化趋势：由“分散竞争”转向

“战略整合”

向粤港澳大湾区的转型不仅仅是经

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蕴含着珠三角

在“全球—国家—地方”的互动框架下

地域权力文化和资本流动网络的构建，

即国家空间化目标从早期的“分权竞争”

转向“战略整合”。

改革开放使得沿海地区率先成为试

验市场开放和体制改革的前沿阵地。珠

三角在开放初期采取“放水养鱼”策略，

凭借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优势，持续引

进外来资本，并通过“引进—消化—吸

收”模式进行体制与技术的学习[30]。回

顾自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经济增长与外

资流入的动态变化，能够通过趋势的变

化窥探出珠三角的“珠江模式”的蓬勃

发展和渐进式转型。以1998年和2008年
的全球“金融危机”为分界点，在“自

下而上的农村社区工业化”阶段，“三来

一补”有力推动了珠三角资本、技术及

人才的集聚，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区域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外资企业占生产总

值的比例一直在历史趋势中占据高位，

在1992年一度高达42.75%。随后外资增

长速度开始明显滞后于整体区域经济的

迅猛发展，珠三角从“两头在外”向内

外均衡的“外引内联”模式过渡，珠三

角成为连接国际与国内市场的“杠杆”

支点、全球生产体系的关键节点[图2(a)]。
随着国家开放政策的扩大、区域经济的

整体繁荣，香港从国家对接全球产业最

重要地缘窗口，开始逐渐演变成为之一，

经济地位也逐渐下沉[图2(b)]。
随着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

发区的“科创转型”，高新技术企业税收

优惠政策的导向，华为、美的、格力等

大企业的成功，形成了产业创新集群的

组织与集聚，珠三角区域产业由“引

进—消化—吸收”向“自主创新”转变，

凭借技术和生产力的不断突破成为全球

生产体系的重要节点区域。珠江三角洲

发展模式逐渐从原有的在地化和分散竞

争的“遍地开花”，转向创新引领、空间

再结构化的“体系化”的区域生产体系

[图2(c)]。

2.2 珠江模式：全球资本直接对接城市

和农村社区，珠三角产生地方的经济

蜂鸣

“珠江模式”在内外互动过程中形

成，全球资本直接对接农村社区工业化，

地方民营企业、个体和地方政府为主体，

纷纷主动参与全球市场，并在地缘、社

会以及制度条件的影响下形成了大小规

模经济，地方规模经济基于地域条件的

组合互补，构成了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

珠江模式的发展特点为“外引内联”，基

本格局为“前店后厂”，早期形成资本积

累区域主要通过“三来一补”的形式来

实现[31-32]。
在早期的内外互动过程中，珠三角

通过香港、台湾这些窗口融入全球生产

体系并连接“全球管道”，加速全球产业

资本向珠三角的转移，在中心城市的开

发区和农村社区形成了“地方蜂鸣”现

象，产生显著的经济乘数效应。“全球管

道—地方蜂鸣”（global pipeline-lobal
buzz）旨在阐释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

知识与创新交互的机制，后发的经济主

体或者区域可以通过“全球管道”向外

获取知识、技术与资本的溢出。地方主

体在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与创新能力

后，便能打破地域限制，实现从被动接

受到主动输出的转变，从而在“全球—

地方”层面建立起更加多元化的网络

连接[33-34]。
通过 1980—2000年两个阶段珠三角

注册企业地理数据特征⑥的观察，广州、

深圳这两个珠三角重要的枢纽城市成为

“地方蜂鸣”的核心节点，而曾被认为是

“广东四小虎”⑦的东莞、中山、南海和

顺德，依托专业性强、地域特色鲜明的

村镇经济体系，构筑起了各自农村社区

工业化发展模式，共同构成了“地方蜂

鸣”网络的重要节点。这些节点具有扁

平化竞争、直接向外招商引资的特征。

此阶段的“国家空间”处于对外开

放的选择试验状态，珠三角基于地缘条

件与发展差异中的巨大利益捕获，各地

方获得放权激励开始不断改革体制，以

谋求经济增长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中央

政府通过推行开放政策和经济市场化，

建立激励的可信承诺并对地方政府放权。

基于“社会成本—收益分析”确定珠海

和深圳作为改革的经济特区，也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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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模式中建立国家空间化、结构过程的互动框架
Fig.1 Interactive framework for spatialization, structuring of the state in th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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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尝试[35-36]。

除了地方政府在放权改革的基础上

得到了政治、经济激励[37]以外，最主要

的是地方民营主体在与发达经济体落差

中看到了极大的利益捕获可能性，所以

大量的“三来一补”企业引进并利用香

港、澳门和其他海外资本建立“三资”

企业。乡镇企业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也

同步吸纳了海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运营

模式，通过持续的“消化—吸收”过程，

实现了产业资本的有效积累与升级。“三

来一补”与“前店后厂”的合作使得珠

三角地区的城市与乡镇通过这些窗口连

接“全球管道”，开始不断形成规模化、

多样化的产业集聚区。见图3。

2.3 转型蜕变：大城市区划调整推动珠

江模式重构，珠三角开启区域的再领

域化

“领域”一词源于生物界资源争夺和

活动范围所界定的一个空间和边界概念，

在地理与管理研究中着重考察组织、权

力与资源在空间中的互动关系[38]。“领域

化”能够描述区域生产转型过程中发生

的巨大空间和尺度的变化，而“再领域

化”的发生则是一种尺度转换（jumping
scales）或再尺度化（re-scaling） [39]。正

如大卫哈维[40]所论“转换空间的能力取

决于空间生产”。在全球化资本扩张带来

的新一轮空间资本的生产和重建中，新

和旧的社会和资本的空间架构正在不断

地创造、破坏与重构，“再领域化”则发

生在地域内外部的抗争之中[40-41]。见图4。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施了“控

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

极发展小城市”的政策。众多“三来一

补”的加工贸易型外资企业、乡镇企业

落户在珠三角村镇工业化地区，促进地

方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

题。如区域各级政府为了经济快速增长

秉承“分权以促竞争、竞争推动增长”

的理念，市、县为了争夺发展资源逐步

形成地方保护主义，强化了“行政区经

济”，阻碍了市场要素的流动。随着珠江

三角洲地区原有村镇工业化地区的生产

资本积累，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内卷化

趋势明显，新的一轮发展条件和增长空

间难以形成。

2000年后，中国加入WTO，珠三角

凭借“珠江模式”取得的成就加速了全

球地方的资本、技术转移。同时，国家

放宽对大城市发展的约束，行政区划调

整推动了既有领域的边界转换，迈向了

“再领域化”进程。区域中心城市将会在

更广域的范围寻求分工，在“再领域化”

中实现“全球—地方”产业对接，进而

图2 经济、投资与创新在珠三角（广东省）的变化与对比⑤
Fig.2 Change and comparison of the economy, investment, and innov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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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内外双循环的转换。

为应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国

家启动了住房商品化改革，地方政府通

过土地收益反哺产业财政，以土地要素

为中心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扩张地方税

基，促进了人口集聚的中心城市快速发

展。珠三角的“国家空间”发展转向

“城市—区域”化，推进城乡融合与区域

统筹。

2004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决定与建

设部共同组织编制《珠江三角洲城镇群

协调发展规划（2004—2020年）》，提出

将珠三角建设成为“世界级城镇群”的

目标，强调中心城市与周围腹地协同建

设，基于“网络型空间结构”提出打造

“脊梁”强化珠三角核心竞争力。珠三角

开始以核心城市作为引领，与区域腹地

进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时空压缩、

要素互联构建大都市区化体系。通过

2001—2010年珠三角注册企业地理数据⑥

与创新空间单元数据⑧的特征分析，能够

进一步发现珠三角的广州、深圳两个区

域中心城市通过基础设施的连接不断向

外拓展城市腹地，迈向了以中心城市为

核心的大都市区“集中—扩散”体系。

“珠江模式”从原有的分散竞争格局向以

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竞合格局转

变，为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见图3。

2.4 湾区模式：中心城市引领都市区格

局逐渐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经济

驱动

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空间化”经

历了区域的尺度重构和产业创新转型，

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与珠江三角

图3 从“珠江模式”到“湾区模式”转型的测度与结构过程
Fig.3 Structuring of transition from the "Pearl River model" to the "Bay Area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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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的融合、大型跨海基础设施的投入，

以及港车北上推动了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作为“珠江模式”演进的新阶段，“湾区

模式”标志着珠三角地区在经历了产业

与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阶段后，

在原有基础上形成一种以创新为导向的

区域协同发展模式。如果上一阶段的国

家空间建构目标是“试验—对接”的积

累过程，现阶段的“湾区模式”目标应

该转变为“协同—创新”的协同过程。

在政府与市场的双向正向反馈下，

珠三角从“世界工厂”开始转向“创新

湾区”[42-44]：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大、

中、小不同规模企业主体融入全球生产

网络，国家能力与地方社会共同构建区

域统一大市场，不同尺度和层级的地区

通过联通形成区域网络，实现巨型化与

一体化的区域发展，构筑基于“新质生

产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其鲜明的发展

特点是区域中心城市成为“双循环”枢

纽，形成以大都市区为基础的多中心协

同“巨型城市区域”，而产业转型是创新

支撑。

对 2011—2020年珠三角注册企业地

理数据⑥与创新空间单元数据⑧的特征分

析，发现在“全球管道—地方蜂鸣”模

型影响下，广州、深圳两大都市区的产

业集聚程度不断极化，产生了多层级、

多尺度产业集聚的功能节点。

随着产业集聚区在地理、技术与交

往上的临近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的大量

产业集聚区开始形成不同类型的创新空

间单元。在政府设立的创新目标和政策

试验区的优惠激励下，创新空间单元的

创新总量不断极化，形成了区域的创新

网络。

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

一个“再领域化”的政治、经济与文化

国家空间单元；在地方建构中，初期分

散竞争的农村工业化地区借助跨界基础

设施的互联互通，已经与区域中心城市

共同构筑了层级化、网络化分工组织，

围绕广佛、深港两大都市区构筑了一种

再领域化的重要区域生产体系。见图3。

3 粤港澳大湾区空间重构与国家

空间转向特征

在区域发展的结构过程中，粤港澳

大湾区区域特征从“分散—竞争”村镇

工业化逐步演化至“集中—分工”大都

市区体系化。随着大型区域基础设施

（如跨城轨道）的持续建设，中心城市与

周边地区时空距离不断压缩，进一步重

构了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空间形态，使

得区域形成了一个空间连绵、整体繁荣

的巨型经济体。

从“珠江模式”到“湾区模式”，粤

港澳大湾区这片区域不断发生尺度重构，

并带来发展目标和内涵的改变。

首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下，在中央政府治理“条块体制”

模式下，以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为主体，

从国家到地方形成各职能部门的垂直—

横向互动，即条条—块块的组织逻辑与

关系[45]。中央与地方采用“行政发包制”

（优化的M型结构），在持续的“集权—

分权”层层互动中带来整合、协调[46]。
上级政府通过纵向授权的方式，赋予了

地方政府在属地内制定和执行各项公共

政策的权力[47]。这与“新国家空间”框

架下资本主义国家配置资源的方式差异

较为明显：中国国家能力的空间指向偏

好在整体中均衡，并善于强化自上而下

的资源配置能力；而资本主义国家空间

则指向对比较优势的强调，并以市场资

源自由竞争的资本驱动能力为主。

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发展才是硬道

理”的目标，体制改革和放权让利让地

方政府开始扮演发展型政府 （develop⁃
mental state）的角色[48]。珠三角的发展性

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形成了“农村工业

化遍地开花”和“地方经济蜂鸣”的

“珠江模式”。此时，在珠江三角洲的国

家空间选择目标具有策略性和试验性，

基于经济社会“成本—收益”分析，选

择“经济特区”试验加大开放，利用沿

海城市的地缘空间和社会文化优势推动

经济市场化改革。经济特区和开发区等

各类特别政策区开始通过不同尺度与领

域的国家机构及其关系的整合，实现国

家权力与功能的地理分化。中央政府依

靠国家能力提供激励，强化地方政府的

经济增长动能，同时省、市级政府利用

去中心化和定制化的策略创造比较优势，

为区域的原始资本积累和产业集聚提供

支撑[49]。
尽管“珠江模式”成功利用“三来

一补”实现了原始产业资本积累，推动

区域各城镇“全球管道—地方蜂鸣”集

聚了规模化、多样化的产业集群。但地

方政府的“逐底竞争”加剧区域之间的

市场封锁和地方保护，导致地域局部利

益和区域整体利益开始失衡[50-51]。此时

“珠江模式”逐渐开始转向“湾区模式”，

国家空间选择开始从地区的发展试验转

向对区域整体协调的干预和调整。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作为一个有巨

大规模经济效应的单元，国家开始在不

同尺度、层次的战略空间安排上进行项

目尝试，区域的尺度开始不断上移并重

构。中央政府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纲要》和省级政府在《“十四五”规

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规

划（2020—2030年）》中，针对粤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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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领域化与再领域化中的区域尺度转换［34］

Fig.4 Shifting of regional scale in territorialization and re-territor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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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发展进行了战略安排，进一步强

化了区域规划作为政府区域尺度管制的

工具，软化了原有的行政区边界，促进

了不同地区的尺度重组，增强了区域资

本、社会资源的流动，推动了区域空间

单元并促进区域空间迈向多中心网络化

和体系化。

“湾区模式”标志着国家空间选择从

地区试验转向区域整体协调的转变。区

域治理模式已从早期分权带来的地方政

府各自逐利和“城市企业主义”主导，

转变为区域规模化和统一大市场，进一

步强化了城市区域的发展，并逐渐演变

为地方政府共谋、国家企业主义引领的

发展模式[52]。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战

略性的区域经济与社会单元，通过不同

尺度的国家空间和策略安排，实现了区

域整体尺度的提升和内部尺度的多层次

重构，推动了区域向一体化迈进。见

图5。

4 讨论与展望

本文聚焦从“珠江模式”到“湾区

模式”的结构转型过程，得出了以下几

个结论：

（1）“珠江模式”是国家空间的“选

择性试验”场域，市场开放政策孕育了

经济特区，而体制改革催生了自下而上

的“村镇社区工业化”。珠江三角洲依托

地缘、文化与组织制度优势形成了不同

的产业地方经济“蜂鸣”，在“全球—地

方”的产业转移和互动中逐渐繁荣。

（2）“湾区模式”则是“珠江模式”

的国家空间化，粤港澳大湾区是自上而

下布局的重要的国家战略。香港和澳门

两个特别行政区与珠江三角洲的融合、

大型跨海基础设施的投入和“港车北上”

推动了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3）从“珠江模式”的原始积累到

“湾区模式”的创新突破，代表了国家空

间化对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发展目标和内

涵的转变。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经济

地理单元，笔者通过大数据测度，确定

其已经实现了“再领域化”，开始迈向以

“创新经济”协同和“新质生产力”培育

驱动的新阶段，区域格局从分散化的节

点竞争开始转向巨型城市区域一体化

协同。

值得一提的是，珠江三角洲在历史

上是对外贸易的活跃地区，正式与非正

式的组织和交易互动在区域交融，具有

开放的传统、经商的文化传统和广泛的

海外社会网络关系。这构成了珠三角各

地方政府积极改革开放的基础，也体现

了“特区试验”“放权改革”等一系列策

略和国家空间项目选择珠江三角洲地域

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

从珠江三角洲转向粤港澳大湾区，

国家空间化是一个试验组织碰撞从探索

（创新）变动到稳定获得适应性的过程。

早期的“两头在外”到现如今的“内外

‘双循环’”和“区域统一大市场”的战

略安排，国家空间策略的安排应对内外

环境的挑战，旨在通过创新发展和新质

生产力的提升促进区域整体竞争力提高。

在区域规划和政策安排中，需对国

家空间项目和投资建设的选择效率做出

综合评估，以引导与调整区域国家空间

动态的重构过程，从而促进区域协同发

展和空间格局优化。正是因为世界不是

线性的，发展朝着不同的方向开放，故

“模式”研究才有其典型性意义。特定时

期的国家空间化策略、项目安排与地域

组织者、事件和规则之外的社会属性存

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研究仅在一个

结构过程的宏观框架内讨论，尚缺少对

研究过程中众多能动主体与非正式安排

在区域单元意义的剖析，这也是未来研

究将进一步深入探讨的方向。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于本文相关概

念、论证过程的重要意见与建议。意见

与回复所讨论重要观点不仅供本文汲取

养分，也将构筑研究进一步深化的着力

点。

注释

① “造船出海”指的是珠三角地区企业不满

足在香港“借船出海”，使得中介者获取

大量差额利润，把生产经营方式转换成为

自主经营的合资企业，直接利用海外资本

改造生产条件和企业，故称之为“造船出

海”；“两头在外”指的是本地生产过程的

原材料和销售市场都在国际市场。

② “三来一补”指的是来料加工、来件装

图5 从“珠江模式”到“湾区模式”的国家空间化转向
Fig.5 State spatialization from the "Pearl River Model" to the "Bay Area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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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前店后厂”

指的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与香港、澳门地区

经济合作中地域分工与合作的独特模式，

其中，“前店”指香港、澳门面向世界的

窗口，“后厂”指珠江三角洲地区，主要

是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关系。

③ “经济特区”指的是 1979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批准设立的4个特别政策区，以创

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鼓励外商投资、引进

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以达促进特区

所在国经济技术发展的目的。这里代指深

圳、珠海两个特区城市。“分权改革”简

述来讲指的是中央下放地方自主权力，地

方拥有扩大财权、事权等，对地方发展情

况制定相应的发展政策。如1980年代的

“划分收支、分级包干”，1994年的“分税

制改革”等。

④ 本文采取的研究方法以“结构—过程”为

整体框架，把“模式”研究定为基准。定

量研究主要采用多源数据的功能空间集聚

特征作为过程中发展特性的具体支撑，定

性研究通过整合理论工具和田野认知经验

进行模式认知体系搭建，二者相互耦合。

⑤ 文中的统计面板数据分阶段整理，图 2

(a)、图2(b)数据来自1980—2024年间广东

省各个城市《城市统计年鉴》，年鉴获取

来源为国家数据统计局；图2(c)数据来自

1990—2020 年间的中国各个城市创新指

数，数据来源为北京大学创新创业平台。

⑥ 文中的企业数据来源为企查查平台爬取，

数据以1980年为起始节点，将10年作为1

个周期分为4个阶段进行整理，第一阶段

（1980—1990 年） 71 540 个企业主体、第

二阶段 （1991—2000 年） 447 792 个企业

主体、第三阶段 （2001—2010 年） 1 029

275个企业主体、第四阶段 （2011—2020

年）1 145 935个企业主体。

⑦ 东莞、中山、南海和顺德是珠江三角洲早

期经济增长的核心区域并形成四种不同的

发展模式。东莞是“外向型的经济发展”

模式，顺德是“公有制经济为主、工业为

主和大型骨干企业为主”的发展模式，中

山是“以混合经济为基础，推进乡镇企业

和外资共同发展”的模式，南海是“三大

产业齐发展，六个轮子一起转”的发展模

式。人们往往把这四个市县与亚洲“四小

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

湾)相比较，被称为广东“四小虎”。

⑧ 文中的创新数据来源为国家知识产权局的

中国专利公布公告系统，数据同样以1980

年作为起始节点，分为 4 个阶段进行整

理，但由于2000年以前的发明申请专利

数量较少，代表性较弱，故地理集聚特征

表达选取2000年以后的两个阶段：第三

阶段 （2001—2010 年） 134 313 个；第四

阶段（2011—2020年）1 289 13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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